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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社会化平台构建产品质量监管体系是提升政府监管效能的重要手段。 构建社会化媒体平台参与的

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结果表明:信息中介、声誉、行政介入效应是社会化媒体发挥监督作用

的关键,通过聚焦效应、放大效应、声誉效应对企业质量行为施加影响。 鉴于此,对产品质量多方协同监管提出

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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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social platform to build product quality supervis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supervis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ripartite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involving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consumers in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formation

intermediary, reput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effects are the key factors for social media to play a supervisory

role, and exert influence on the quality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through focusing effects, amplifying effects, and

reputation effect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exert coordinated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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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及文献综述

为了实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加快建设制

造强国、质量强国,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质量强国

建设纲要》,对加快建设质量强国进行了全面部

署,系统了谋划建设质量强国的重大战略举措,再
次凸显了质量的重要性。 然而,近些年产品质量

问题“久治不愈”的“顽疾”,食品、药品、医疗器械

等产品质量事故频频发生。 诸如三只松鼠致癌事

件、长生疫苗事件等问题,一系列产品质量事件不

仅使“国货”屡遭国内外消费者的信任危机,对民

众的身体健康和社会安定造成威胁,也对我国以

行政审批为主导的多部门联合监管体制提出

挑战。
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产品质量监管具有较

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规章制度。 发达国家产品质

量监管制度大多以全过程监管为技术支撑,以政

府、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外在表现的协同

监管模式。 如美国对企业和销售者的责任作了比

较详尽的规定,明确了政府监管部门的职责,注重

鼓励消费者参与产品质量监管,并建立强大的网

络平台支持公众的参与;日本一方面建立了较为

完善的产品强制性检验、监督管理民间检验机构

以及激励制度,另一方面不断完善质量维权服务

体系,通过媒体向社会广泛公布质量信息,消费者

拥有通畅的质量信息供给渠道。 对我国而言,如
何充分发挥消费者、媒体等社会主体的优势,形成

政府、企业、社会多方联动的产品质量协同监管模

式,成为当前急需解决问题。
政府是产品质量监管的重要力量[1],学术界

不乏政府产品质量监管的相关研究,如监管制度、
手段等。 监管制度相关研究认为应从法律法规与

产品质量和监管信息公开制度两个方面完善产品

质量监管体系。 如 Ling 等[2]认为政府应通过政策

法规对产品质量进行干预与监督,并通过优化资

源配置来提高社会福利;吴林海等[3] 认为应通过

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监管手段构建信息公开平

台;Zhang 等[4]认为可从政府监管的范围、力度和

措施入手改善产品质量监管效果。 监管手段致力

通过设计合理的监管机制约束企业行为,研究主

要聚焦于设计合理的奖惩机制[5 - 6]、制定高效的

抽检策略[7]、发挥市场的声誉机制[8]。
然而,除了企业自身质量管理意识薄弱、制造

水平不高外,不断发生的产品质量安全事故也揭

示出在诸多情况下政府监管都未能发挥出应有的

效能。 有学者认为,政府受到监管资源稀缺、监管

措施单一、监管任务繁重、激励扭曲等因素的影

响,加之监管机构独立性不足[9],难以对产品质量

形成全过程、全覆盖式的严格监管[10]。 在人力、资
源受到限制约束,社会又要求市场监管在质和量

上同步提升的前提下,单一的政府监管模式必然

难以应对[11],且可能会出于财税和就业等因素放

松质量监管。 对此,学者们认为可通过引入其他

主体并构建多元监管体系缓解政府监管能力与激

励不足的问题[12],而消费者便是潜在监管主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

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①。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3],也
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价值取向[14],以消费者为代表的社会监督机制则

是保障人民参与权利、实现产品质量善治的必要

条件,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的

重要途径。 当前有关消费者参与产品质量监管的

研究多侧重于分析影响消费者评价与投诉,或购

买意向等方面的因素[15 - 16],并认为消费者“用脚

投票”会影响企业净利润,这能够对企业行为形成

制约。 然而,普通公众在面对产品质量问题时,由
于维权成本较高且个人收益过低,易表现出“理性

无知”的状态,单纯依靠消费者难以形成对产品质

量的有效社会监督,公众需要将其维权成本转移

给其他信息中介才能够更有效地履行社会监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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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而媒体作为“第四权力”能够充当信息中介的

角色,为消费者维权提供信息平台,并通过声誉机

制或行政治理机制[17 - 18] 来影响企业与政府的行

为,从而形成产品质量监管的参与效应。 随着社

会化媒体的迅速崛起,舆论的传播途径和导向发

挥了巨大的变化,推动了质量事故的揭露与解决,
对消费者举报维权及产品质量监管都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不同于传统媒体,社会化媒体中每个用

户都能够作为产品质量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
消费者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共享产品图像信息,同
时附加对产品质量的评价,从而形成社会舆论压

力,促使政府强化监管或敦促企业生产合格产品。
然而,大量的质量事故表明,社会化媒体曝光并不

一定能够使得消费者抵制产品,如某国产品牌“断
轴神车”的悬挂系统偷工减料遭到社会化媒体曝

光与公众声讨后,销量却遥遥领先;某电商平台低

质产品被广大消费者诟病却仍受到青睐,这都限

制了消费者与社会化媒体在产品质量监管中应发

挥的治理作用。 对此,Jin[19] 认为消费替代度不足

是产生此类问题的重要原因,在没有合适的替代

品时,即使产品存在质量风险消费者可能仍不会

改变原有的消费模式。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虽为产品质量多元监管

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仍鲜有学者研究各主体间的

协同与互动关系。 且在政府监管领域,演化博弈

更多地应用于证券市场[20]、环境规制[21]等方面的

研究。 虽有研究采用演化博弈分析社会化媒体环

境下产品质量监管各利益主体的行为机理[22],并
肯定了消费者与社会化媒体在产品质量监管中发

挥了积极作用,但更多地侧重于研究各主体间的

行为互动与共治效应,并未深入剖析社会化媒体

对企业和政府行为选择的影响机理,且数值分析

结果缺乏实证支撑。 因此,深入剖析如何建立多

方协同监管机制,阐释社会化媒体驱动产品质量

多方协同监管的作用机理,对丰富产品质量多主

体协同监管研究,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

的结合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鉴于此,本
文采用演化博弈方法研究社会化媒体驱动下的产

品质量多主体协同监管问题,通过构建多方演化

博弈模型,深入探析了社会化媒体发挥监管作用

的前置条件,并结合典型案例分析对研究结果进

行了进一步推演,最后对社会化媒体如何驱动协

同监管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演化博弈模型

(一)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属地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是产品质量监管

的首要权力和责任主体。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
府及其官员都会通过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来实现政

治或个人利益最大化。 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选

择的监管策略通常出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考量。 为

了简化分析,参照武健等[23]的研究,假设政府在博

弈过程中有两种选择,若政府依据法律法规对辖

区内企业进行严格监管,并督促企业遵守质量规

范,对应的策略应为“积极监管(A1)”,此时,政府

能最大限度避免质量事故的发生,提高政府公信

力。 然而,实施严格的监管除了需要耗费监管资

源,也会面临机会成本[24]。 如在面对其他更紧迫

的任务时无法投入足够的资源。 若政府出于成本

等因素考虑而在监管中不作为,对应的策略应为

“消极监管(A2)”。 当采取消极监管策略时,地方

政府可以在短期内完成其他任务并获得更高的政

治与经济利益,但易使企业滋生机会主义心理,使
得产品质量得不到保障;如果辖区内企业被抽检

出质量问题,地方政府可能会面临上级政府的问

责;若质量问题被社会化媒体曝光,政府会面临上级

部门问责和公信力受损的双重损失,因此政府策略

选择会受到上级部门和社会化媒体的双重影响。
企业策略选择是决定最终产品质量的关键。

企业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存在两种策略,策略集合

可以被表示为(自律 B1,不自律 B2)。 对于企业而

言,自律意味着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流程再造,包
括组建强有力的质量管理团队、积极实施内部质

量控制措施、建立完备的质量追溯系统、应用先

进的产品质量工具、通过最新质检设备对产品进

行全检和全追溯等。 反之,不自律意味着企业会

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通过减少成本、降低质

量来谋取超额利润、损害公众的利益,这种行为

一旦被地方政府发现就会面临没收违法收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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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处罚和赔偿带来的损失,且生产相关许可证也

可能会被吊销;如果这种行为被消费者举报和社

会化媒体曝光,除了引发政府处罚之外,还会遭

受信誉受损、消费者抵制购买和市值蒸发带来的

损失。
消费者既是产品质量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也

是监管的直接受益者,又是重要的社会监管主体,
能够对企业和政府行为起到督促与制约作用。 消

费者作为产品质量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一定程度

上掌握产品的“生杀大权”,能够通过对厂商进行

举报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为了简化分析,将消费者

的策略组合表示为(举报 C1,不举报 C2)。
产品质量监管的本质是各参与主体利用自身

资源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反复博弈过程。 由于演化

博弈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相比基于完全理性假设

的传统博弈论更符合现实。 因此,本文采用演化

博弈论开展研究工作。 基于研究问题的需要和演

化博弈理论的相关要求,对参与博弈的政府、企业

和消费者作出如下分析与假设:
假设 1:政府积极监管的概率为 x (0 ≤ x ≤

1), 消极监管的概率为 1 - x ;企业自律的概率为 y
(0 ≤ y ≤1), 不自律的概率为 1 - y ;消费者对不

合格品进行举报的概率为 z (0 ≤ z ≤ 1), 不举报

的概率为 1 - z。
假设 2:企业自律能够保证产品质量。 当地方

政府积极监管时,会通过高频次的常规检查和飞

行检查等手段判断辖区内企业是否遵守质量管理

规范,也会积极回应舆论对监管工作提出的质疑。
假设 3:当地方政府积极监管时,会产生监管

收益 A1,主要表现为上级和辖区群众对工作的肯

定;当辖区内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时,消费者的认

可和销量的增加会给地区创造更多的财政收入和

社会效益,记为 A2。 相比消极监管,积极监管会产

生直接成本,增加额可被记为 Cg。 在分级管理背

景下,由于地方政府存在自身的利益诉求,受到资

源约束的政府可能会将有限的监管资源投入到其

他更为紧迫或见效快的工作中[25],地方政府消极

监管可能会带来收益,记为 A3,也可以理解为积极

监管所产生的机会成本。 当企业的质量违法违规

行为被政府发现时会面对金额为 D 的行政处罚。
当产品不合格问题被社会化媒体曝光后,政府部

门会遭受损失 Lg,主要包括声誉损失和上级政府

的问责。 如果企业被消费者举报,政府需对企业

进行调查以回应消费者和社会,产生的成本记

为 C1。
假设 4:对于企业而言,质量安全水平提升会

给企业带来长期收益 2Ph,但需支付成本 Ce,包括

设备购置、人员培训、理念重塑等费用支出。 不自

律企业会获得短期利润 P l。 产品的可替代性为 θ,
不可替代的程度可表示为 1 - θ (0 < θ < 1), 此

时,如果消费者找不到替代商品并且对该产品具

有一定的消费偏好,其购买量会调整为第一阶段

的 1 - θ 倍。 反映在支付函数中,企业生产或经营

不合格品获得的两阶段收入为 (2 - θ)P l。 当违法

行为被消费者举报并遭社会化媒体曝光后,企业

除了面对行政处罚外,还会面对投资者“用脚投

票”带来的市值蒸发、停业整顿等市场方面的损

失,记为 Le。
假设 5:对于消费者而言,买到合格产品的两

阶段总效用记为 2Uh ;当消费者对质量要求较高

时,会付出时间和金钱成本 C2来维权,但通过产品

间质量比对后仍会在第二阶段做出购买决策,此
时的总效用为 2Uh - C2。 不合格产品的效用记为

Ul, 两阶段总效用被记为 - (2 - θ)Ul。 当政府积

极监管时,会及时回应消费者诉求并协助其维权,
此时消费者能够从企业获得补偿,记为 E。

假设 6:实际中,消费者在面对产品质量问题

时有多种举报行为组合,比如通过社会化媒体扩

散不合格信息、热线举报或直接与企业进行协商

等,本文主要以线下举报与社会化媒体曝光相结

合的举报方式展开讨论。 当政府部门消极监管

时,向消费者协会投诉、向质监部门举报等常规渠

道往往难以达到维权效果,消费者通过社会化媒

体发布维权信息成为成本最小的方式,因此,假设

社会化媒体曝光消费者举报内容的概率为 α (0 ≤
α ≤1) 。

根据以上 6 项研究假设,构建政府、企业与消

费者之间策略选择的收益矩阵,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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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支付矩阵

政府 企业
消费者

举报( z) 不举报(1 - z)

积极监管
(x)

自律(y)
A1 + A2 - Cg - C1,

2Ph - Ce,
2Uh - C2

A1 + A2 - Cg,
2Ph - Ce,

2Uh

不自律
(1 - y)

A1 + D - Cg - C1,
(2 - θ)P l - D - αLe - E,

- (2 - θ)U l - C2 + E

A1 + D - Cg,
(2 - θ)P l - D,
- (2 - θ)U l

消极监管
(1 - x)

自律(y)
A2 + A3 - C1,
2Ph - Ce,
2Uh - C2

A2 + A3,
2Ph - Ce,

2Uh

不自律
(1 - y)

A3 - C1 - [α + (1 - α)p]
(Lg - D),

(2 - θ)P l - [α + (1 - α)p]
(D + Le + E),

- (2 - θ)U l - C2 + αE

A3 - pLg,
(2 - θ)P l - pD,

- (2 - θ)U l

(二)复制动态方程

博弈主体的策略选择和演化过程可以使用复

制动态方程描述[26]。 因此,进一步计算得到 x、y、z
的复制动态方程。 复制动态方程的具体计算方式

参见 Sun 等[27]、王守文等[28]的研究。
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x) = dx / dt = x(1 - x){(1 - y) z{[α +

(1 - α)p](Lg - D) - pLg} - y(D + pLg) + A1 -
A3 + D - Cg + pLg} (1)

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y) = dy / dt = y(1 - y){x(1 - p)D + z([α +

(1 - α)p](D + Le + E) - pD) + xz[(1 - α)E -
(1 - α)p(Le + E) - (1 - p)αD] + 2Ph - Ce -
(2 - θ)P l + pD} (2)

消费者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 z) = dz / dt = z(1 - z)[x(1 - α)E - yαE -

xy(1 - α)E - C2 + αE] (3)
(三)三方演化博弈的稳定性均衡分析

在由政府、企业、消费者组成的博弈系统中,可
以用各自的复制动态方程来描述系统的演化过程。
根据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原理[29],会求得 8 个纯策略

均衡解和多个混合策略均衡解。 然而,彭正银等[30]

的研究表明,混合策略均衡解一定不是演化稳定策

略(ESS)。 因此,本博弈系统仅需要对 8 个纯策略

均衡解进行分析。 对三方演化博弈的稳定性分析

不同于两方演化博弈,雅克比(Jacobian)矩阵行列

式和迹的正负性判定 ESS 已不再适用,此处使用

李雅普诺夫第一判别法进行 ESS 判定,即系统渐

近稳定的充要条件是雅克比矩阵的所有特征值均

具有负实部,否则均衡点为不稳定点;若雅克比矩

阵的特征值既包含零、又包含负值,则均衡点处于

临界状态,其稳定性无法判断[31]。 系统内存在 8
个可能的演化稳定策略,分别为 (0,0,0)、 (0,0,
1)、 (0,1,0)、 (1,0,0)、 (1,1,0)、 (1,0,1)、 (0,
1,1)、 (1,1,1), 将八个均衡点带入雅克比矩阵

中,分别得到均衡点所对应的雅克比矩阵的特征

值与稳定性如表 2 所示。
表 2　 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

平衡点 (λ1, λ2, λ3) 稳定性

E1(0, 0, 0)
A1 - A3 + D - Cg + pLg,

2Ph - Ce - (2 - θ)Pl + pD,
αE - C2

有条件的 ESS

E2(1, 0, 0)
- (A1 - A3 + D - Cg + pLg),
2Ph - Ce - (2 - θ)Pl + D,

E - C2

有条件的 ESS

E3(0, 1, 0)
A1 - A3 - Cg,

- [2Ph - Ce - (2 - θ)Pl + pD],
- C2

有条件的 ESS

E4(0, 0, 1)

αLg + (1 - α)D +
(1 - α)p(Lg - D) + A1 - A3 - Cg,

[α + (1 - α)p](D + Le + E) +
2Ph - Ce - (2 - θ)Pl,

- (αE - C2)

有条件的 ESS

E5(1, 1, 0)
- (A1 - A3 - Cg),

- [2Ph - Ce - (2 - θ)Pl + D],
- C2

有条件的 ESS

E6(1, 0, 1)

- [αLg + (1 - α)D +
(1 - α)p(Lg - D) + A1 - A3 - Cg],

2Ph - Ce - (2 - θ)Pl +
D + αLe + E,
- (E - C2)

有条件的 ESS

E7(0, 1, 1)

A1 - A3 - Cg,
- {2Ph - Ce - (2 - θ)Pl +

[α + (1 - α)p](D + Le + E)},
C2

不稳定点

E8(1, 1, 1)

- (A1 - A3 - Cg),
- [2Ph - Ce - (2 - θ)Pl +

D + αLe + E],
C2

不稳定点

从表 2 可以得出, E1、 E2、 E3 、 E4、 E5、 E6 在

特定条件下满足李雅普诺夫判别法对特征值的要

求,能够形成演化稳定状态。 根据表 2 分别对政

府、企业策略选择的 ESS 点进行分析,本文侧重分

析社会化媒体对政府和企业策略选择的影响,由
于篇幅所限,消费者行为的 ESS 分析不再赘述。

1. 政府监管行为的 ESS 分析

外部条件的不同导致演化稳定策略存在差

异,包含政府“积极监管”的演化稳定策略集为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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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E6,其他均衡点虽为不稳定点,但满足条件时

政府能够实现单方面的稳定。 由 E1、E2、E3、E5可

知,政府是否选择“积极监管”策略取决于条件式

A1 - Cg > A3、 A1 + D - Cg > A3 - pLg、 A1 + D -
Cg > A3 - [α + (1 - α)p](Lg - D) 能否被满足。
具体而言,当积极监管收益 (A1 - Cg) 大于积极监

管的机会成本(A3)时,无论其他主体如何进行策

略选择,政府行为都会趋向于“积极监管”策略。

令 S1 =
A3 - A1 + Cg - D

p ,

S2 =
A3 + [α + (1 - α)p]D - A1 - D + Cg

α + (1 - α)p 。

情形 1 - 1: α < pD
(1 - p)(Lg - D), 此时 S1 <

S2。 当企业不自律并生产不合格品时,若 Lg > S2,
无论消费者选择何种策略,政府行为都会趋向于

“积极监管”;若 S1 < Lg < S2, 消费者不举报时政

府行为趋向于“积极监管”;若 Lg < S1, 无论消费

者选择何种策略,政府行为最终都不会趋向于“积
极监管”策略。

情形 1 - 2: α > pD
(1 - p)(Lg - D), 此时 S1 >

S2。 若 Lg > S1, 无论消费者选择何种策略,政府行

为都会趋向于“积极监管”;若 S2 < Lg < S1, 消费

者举报能够迫使政府趋向于“积极监管”策略;若
Lg < S2, 无论消费者策略选择如何,政府行为最终

都不会趋于积极监管。
2. 企业自律行为的 ESS 分析

外部条件的不同导致演化稳定策略存在差

异,包含企业“自律”的演化稳定策略集为 E3、E5,
其他均衡点虽为不稳定点,但政府单方在一定条

件下能够实现稳定。 由均衡点 E3、E5、E7、E8可知,
企业是否“自律”取决于条件式 2Ph - Ce > (2 -
θ)P l - pD、 2Ph - Ce > (2 - θ)P l - D、 2Ph - Ce >
(2 - θ)P l - [α + (1 - α)p](D + Le + E)、 2Ph -
Ce > (2 - θ )P l - D - αLe - E 能否被满足。

令 T1 = 2 -
2Ph - Ce + pD

P l
,

T2 = 2 -
2Ph - Ce + D

P l
,

T3 = 2 -
2Ph - Ce + [α + (1 - α)p](D + Le + E)

Pl
,

T4 = 2 -
2Ph - Ce + D + αLe + E

P l
。

情形 2 - 1:当 α ≥
(1 - p)D - p(Le + E)
(D + Le + E)(1 - p) ,

T2 ≥T3。 若 λ ≥ T1, 无论政府与消费者选择何种

策略,企业都会选择“自律”策略;若 T2 ≤ λ < T1,
政府监管与消费者任一方采取积极策略都能够使

得企业自律;若 T3 ≤λ < T2,消费者外部监督比政

府监管更能够约束企业行为,即消费者外部监督

对政府监管具有替代性;若 T4 ≤λ < T3,只有当消

费者与政府同时选择积极策略时企业才会选择

“自律”策略;若 λ < T4,消费者与政府均无法约束

企业行为。

情形 2 - 2:当 α <
(1 - p)D - p(Le + E)
(D + Le + E)(1 - p) ,

T2 < T3。 若 λ ≥ T1, 无论政府和消费者选择何种

策略,企业都会选择“自律”策略。 若 T3 ≤ λ < T1

时,消费者外部监督对政府监管具有替代性。 若

T2 ≤ λ < T3 时,相比消费者举报,政府监管更能够

约束企业行为。 若 T4 ≤ λ < T2, 消费者举报与政

府监管具有互补性。 若 λ < T4, 消费者与政府均

难以约束企业行为。
三、数值分析

因为复制动态方程是常微分方程,仿真分析

中均采用 MATLAB R2014a 中的“ode45”函数进行

常微分方程的求解,各参数的设置主要通过问访

市场监管领域专家的方式确定。
1. 社会化媒体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社会化媒体是否能够促使企业采取自律策略

取决于条件 2Ph - Ce > (2 - θ)P l - [α + (1 -
α)p](D + Le + E) 和 2Ph - Ce > (2 - θ)Pl - (D +
αLe + E) 能否被满足。 由于成本降低,企业不自律

时的利润大于自律时的利润,而对质量投入的感

知往往大于长期收益的折现和小于短期收益的折

现,在此要求 Ph < Ce < P l, 不妨令 Ph = 10、 Ce =
12、 P l = 14。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对消费者赔

偿作出了要求,但消费者赔偿应远低于长期收益、
短期收益,在此将 E 设为 0. 5。 此外,令 D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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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 30。 在上述参数设置下,考察消费替代 θ 和社

会化媒体曝光概率 α 对企业策略选择的影响。
由图 1 可以看出,社会化媒体曝光能够对企业

的自律行为施加积极影响。 对于消费替代程度较

高的产品而言,较低的社会化媒体曝光概率也会

对企业起到责任约束的作用,使得企业为避免在

消费市场遭受损失而生产合格产品。 对于消费替

代性较低的产品而言,较高的媒体曝光概率能够

迫使企业才改变不法行为。
由图 2 可以看出,当政府无法对企业的产品质

量实施积极有效监管时,若消费替代度较低,较高的

社会化媒体曝光概率 (α = 1) 能够督促企业提升质

量管理水平,有限的社会化媒体曝光概率 (α < 1)
仅能够使得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自律”策略或向

“不自律”策略演化的速度放缓。 只有当消费替代

度较高时,社会化媒体才能够发挥最大的外部监

督作用。 在同一消费替代度的产品与相同社会化

媒体曝光概率下,相比政府不履责,在政府积极监

管时,企业更可能选择“自律”策略,或以更慢的速

度收敛至“不自律”策略。

　 　 　 　 图 1a. θ = 0 　 　 　 　 　 　 图 1b. θ = 0. 3 　 　 　 　 　 图 1c. θ = 0. 5 　 　 　 　 　 　 图 1d. θ = 0. 8

图 1　 消费替代和社会化媒体曝光对企业自律行为的影响

　 　 　 　 图 2a. θ = 0 　 　 　 　 　 　 图 2b. θ = 0. 3 　 　 　 　 　 图 2c. θ = 0. 5 　 　 　 　 　 　 图 2d. θ = 0. 8

图 2　 政府不履责情形下消费者举报对企业自律行为的影响

　 　 对比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社会化媒体对政府

监管具有一定的补充作用。 具体表现为,政府难

以实施积极有效监管时,社会化媒体的参与能够

对企业行为产生正向激励,而这种补充作用大小

主要受到产品消费替代性的影响;消费替代性越高,
社会化媒体对政府监管的补充作用越大;消费替代

性越低,社会化媒体对政府监管的补充作用越小。
2. 社会化媒体对政府监管行为的影响

积极监管能够带来辖区内产品质量的提升,
其长期利益远大于短期利益,但任期等因素使得

地方政府的监管决策行为具有一定的短视性,此
外,地方质监部门还会承担其他非监管任务。 因

此,可认为积极监管收益小于消极监管收益,反映

在上述均衡条件中应为 A1 - Cg < A3, 令 A1 = 5、
Cg = 3、 A3 = 6 满足上述条件。 此外,产品质量问

题被上级部门抽检到的概率 p 目前缺乏数据支持,
为不失一般性,令 p = 0. 5。至此, αLg + (1 - α)D +
(1 - α)p(Lg - D) + A1 - A3 - Cg 的符号主要取决

于 α和 Lg 的大小。 令 Lg 分别取 2、6、10, α取 0. 3、
0. 8、1,政府的策略选择的演化路径如图 3 所示。

由图 3(a)可知,当曝光所带来的声誉损失或

上级问责力度较小时,社会化媒体无法督促政府

积极监管且难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具体表现为

图 3(a)中各曝光概率下的演化轨迹重合。 随着社

会化媒体曝光带来的声誉损失或上级问责力度的

增加,如图 3(b)所示,社会化媒体曝光会使得政府

逐渐放缓向“消极监管”策略收敛的速度;当声誉

损失和上级问责力度较大时,如图 3(c)所示,政府

会对社会化媒体作出回应并实施积极的监管策

略,以避免不合格品流入市场造成政治风险。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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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消费者能够通过社会化媒体来发挥对政府

监管不力行为的督促作用,当社会化媒体能够给

政府带来较高的政治风险时,政府会主动采取积

极的监管策略并回应消费者诉求;当社会化媒体

曝光给政府带来的政治风险较低时,消费者和社

会化媒体无法对政府的行为产生舆论监督作用。

　 　 　 　 　 　 图 3a. Lg = 2　 　 　 　 　 　 　 　 　 　 　 　 　 图 3b. Lg = 6　 　 　 　 　 　 　 　 　 　 　 　 　 图 3c. Lg = 10

图 3　 消费者举报对政府演化路径的影响

四、案例分析

根据仿真结果的进一步分析,社会化媒体能

否对监管行为施加影响取决于上级问责力度的大

小,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程度受到消费替代度的调

节作用。 本文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验证上述演化

博弈模型结论的正确性。 主要选取长生疫苗事件

进一步分析社会化媒体对政府行为的影响机理;
选取 LX 汽车质量事件对比分析社会化媒体环境

下消费者举报对企业行为选择的影响机理。
1. 社会化媒体对政府行为影响的实例分析

“长生生物疫苗事件”是近几年颇具影响力的

质量事故。 该事件对于政府排查质量隐患、完善质

量监管长效机制与相关法律、建立完备的质量追溯

体系具有现实意义。 整个事件的演变发展历程

如下。
该事件始于 2017 年长生生物被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点名通报。 2017 年 11 月,长生生产

的百白破疫苗被认定效价不合格,但公司回应“无
重大影响”,虽然食药监总局派出工作组对此展开

调查,但 2017 年 11 月长春长生生产的百白破疫苗

效价被检测出不合格,公司回应无重大影响,虽然

食药监总局向长春长生派出调查组,但官方处置

意见实则烂尾,2018 年引爆社会化媒体平台。 长

春长生年纳税额近亿元。 在此阶段,地方政府出

于财政动机实施地方保护,对应前文积极监管收

益小于消极监管收益 (A1 - Cg < A3),受制于信息

劣势,消费者无法对疫苗质量作出判断和举报( z =
0),在缺乏社会化媒体曝光的情况下(α = 0),且上

级政策并未明确问责,此时 Lg较小,政府缺乏动力

去督促整改,行为趋向于“消极监管”策略。 2018
年 7 月,国家药监局收到了内部员工的举报,国家

药监局飞行检查发现长生生物冻干人用狂犬疫苗

存在生产记录造假问题,生产的 65 万支百白破疫

苗效价不合格。 随后,地方监管部门对 9 个月前的

疫苗事件作出 344 万元的处罚决定。 此时,社会化

媒体和广大消费者尚未介入,政府监管行为仍稳

定在“消极监管”策略之上。 整个事件在 7 月 21
日后迎来转机,权威自媒体发表的题为《疫苗之

王》的文章引爆了社会化媒体平台,引发了社会公

众的广泛参与和权威媒体的关注(α = 1, z = 1)。
随后,政府和官员面临强力问责,此时收益矩阵中

的 Lg取值较大。 此后,各个省份积极响应并开展

专项治理活动,行业内企业也积极开展自查工作,
反映出在博弈中,由于较大 α 的 Lg迫使政府监管

行为趋向于“积极监管”策略。 长春长生疫苗事件

很好地解释了社会化媒体和问责力度在督促政府

监管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离开社会化媒体,质量

问题被重视的概率会大大降低,最终的处理结果

难以保证;如果没有上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强力

问责,该事件可能会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社会

化媒体难以发挥治理作用。
2. 社会化媒体对企业行为影响的实例分析

本文选取诟病家用车品牌 LX 汽车为案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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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社会化媒体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以及消费替代所

发挥的调节作用。
自 2019 年 LX 上市以来,质量问题频发,引发

了社会化媒体的激烈关注和讨论。 2020 年 1 月,
LX 首次发生断轴事件;2020 年 5 月 8 日,长沙街

头一辆 LX 某型车起火,前机舱部分烧损严重,这
是 LX 首次“自燃”事故。 虽然,断轴、自燃、刹车失

灵、车内漏水等问题偶有发生,但并没有引发消费

者过多的关注,直到越来越高的发生频率才让大

家意识到 LX 汽车存在质量缺陷。 然而,LX 汽车

曾在沟通会上表示,断轴事故是用户驾驶不当造

成,与质量无关,此后一段时间内,LX 汽车始终不

承认存在质量问题,也未明确向消费者主动致歉。
虽然 LX 汽车质量问题频发、争议不断,但销量仍

能够保持较高的速度,这得益于 LX 汽车增程式混

合动力技术和良好的驾车体验感,市场上也鲜有

新能源汽车能够取代 LX 汽车。 在博弈模型表现

为,虽然社会化媒体对质量问题的关注度(α)较

高,但消费替代度( θ)较低导致企业策略趋向于

“不自律”,且社会化媒体没有触发行政介入。 但

当前,能源车已实现政策驱动向产品驱动转变,由
于补贴的减少使得新能源车企面临更大的压力,
品牌间竞争更为激烈,通用、特斯拉、比亚迪等品

牌新产品、新技术层出不穷,消费者拥有了更大的

选择余地且诸多产品具有吸引力,此时消费替代

度(θ)相比之前更大。 质量问题频发导致消费者

“用脚投票”和集体投诉,反映在博弈模型中为 α
取值较高,这使得 2022 年 LX 汽车销量震荡式下

降,LX 汽车迫于压力宣布加强零部件质量控制,
此时企业的行为选择趋向于“自律”策略。 LX 汽

车案例中,社会化媒体的积极作用及其机理得到

了很好的体现。 如果没有社会化媒体对质量问题

的报道,LX 就很难重视质量控制问题;当监管部门

不介入时,如果离开了同行业竞争和消费者“用脚

投票”,LX 就缺乏动力在供应链质量控制、产品设计

和召回上投入更多的成本从而提升顾客满意度。
3. 拓展分析

上文通过典型案例阐释了社会化媒体对政府

与企业行为的路径,大量的案例表明,社会化媒体

能否对政府监管行为施加影响取决于公众关注度

的大小和政府可能面临问责力度的强弱。 社会化

媒体能否对企业经营行为形成制约受到政府的介

入和公众购买行为的双重影响。 本节将从理论角

度对社会化媒体的作用机理展开拓展分析。
(1)社会化媒体对政府监管行为作用机理的

拓展分析

产品质量问题虽层出不穷,但能够引发政府

关注并改变监管行为的质量事故较少,社会化媒

体能否影响政府监管行为取决于公众的关注度和

政府面临的潜在问责风险。 究其理论原因,本文

认为社会化媒体通过聚焦效应、放大效应引发公

众的关注,公众关注通过声誉效应对政府监管行

为施加影响,上级问责力度决定声誉效应的有效

性。 具体而言,首先,聚焦效应使得社会化媒体可

以在短时间内通过高密度的报道、转发、评论引导

社会公众的关注焦点,并通过意见领袖、权威媒体

对相关事件的分析和解读,引导社会公众的观点

和价值判断。 因此,产品质量事故发生时,社会化

媒体有助于公众在短期内将关注焦点聚焦于该事

件,有利于督促政府作出积极回应并加强监管。
其次,在放大效应下,追求流量收益的社会化媒体

可能会片面报道质量事件以博人眼球,这使得事

件内容经过媒体报道后被层层放大甚至扭曲。 同

时,由于社会化媒体传播信息速度极快,摆脱了纸

质或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区域限制,社会化媒体能

够将质量事故曝光的影响范围不断放大。 因此,
当质量事故发生后,经社会化媒体的发酵,使用不

合格产品的后果可能会被层层放大,为了避免被

上级问责,政府部门必然会改善监管方式、提升监

管力度。 最后,在声誉效应影响下,当晋升锦标赛

局限为可观测指标时,地方政府对质量监管的积

极性较弱,但如果质量事故引发了社会化媒体的

高度关注,聚焦效应和放大效应可能会招致上级

政府的问责并对地方官员的政治声誉产生影响,
为了避责政府会积极投入到质量监管工作中。

(2)社会化媒体对企业经营行为作用机理的

拓展分析

本文认为社会化媒体通过信息中介效应、声
誉效应、行政介入效应发挥质量的外部监督作用,
并受到消费替代的调节作用。 信息中介效应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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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为社会化媒体能够披露专业化的产品质量信

息,增加消费者可获得质量信息的总量,进而缓解

信息不对称;行政介入效应是指质量事故被社会

化媒体曝光时,聚焦效应、放大效应和声誉效应使

得社会化媒体的报道内容能够引发政府的关注和

介入,进而敦促企业纠正其违法行为;声誉效应体

在产品质量事故中表现为社会化媒体曝光的负面

信息导致消费者抵制购买行为,降低企业收入,最
终迫使企业自律并生产合格品。 消费替代主要通

过声誉效应和信息中介效应发挥作用,当消费替

代度较低时,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的消费者会延

续购买行为,此时声誉效应和信息中介效应给企业

产品市场带来的损失有限;当消费替代度较高时,消
费者会放弃该厂商产品并购买其他品牌,放弃购买

行为能够对企业不法行为形成强有力约束。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信息中介效应、声誉效应、行政介入效应

是社会化媒体发挥监督作用的关键。 当消费替代

度有限时,信息中介效应和声誉效应无法发挥作

用,此时社会化媒体需借助行政介入效应发挥外

部监督作用;当消费替代度较高时,社会化媒体能

够通过中介效应和声誉效应直接影响企业行为。
(2)社会化媒体通过聚焦效应、放大效应、声

誉效应对企业质量行为施加影响。 聚焦效应和放

大效应会使得产品质量问题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

和推波助澜并触发声誉效应,政府行政主管部门

为了避责会积极投入到质量监管工作中。
(二)对策建议

(1)引导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降低质量

成本。 强化“质量强企”战略,建立质量督察机制,
统筹运用信用监管、“双随机、一公开”、飞行检查

等手段加大质量监管力度。 鼓励企业参与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提升研发、生产制造、售后服务全链

条质量管理效能。 通过质量标杆企业奖励、质量

督查等奖惩措施激发企业质量意识,引导企业通

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升产品质量、降低质量

成本,发挥奖惩机制对企业创新的驱动作用,推动

企业高质量发展。
(2)健全和创新社会化媒体治理机制,构建社

会化媒体舆论监管的长效机制。 首先,强化社会

监督和舆论监督,通过社会化媒体平台设立产品

质量安全曝光平台,畅通社会化媒体环境舆论监

督举报渠道,推动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监督共治,
形成“政府 +消费者 +社会化媒体”多元合力的治

理格局。 其次,完善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将事

前监管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
从立法角度建立健全质量监管责任体系及问责制

度,将监管资源配置到消费者和社会化媒体监督的

薄弱之处,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
(3)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供给,激发消费

者维权积极性。 首先,建立全民参与的质量监管

机制,强化全民质量意识,通过加强质量公益宣传

和舆论引导调动消费者监督质量的积极性,形成

协同共治的内生动力,提升质量监管效能。 其次,
引导和促进行业协会和企业发挥自律、约束等作

用,搭建消费者投诉信息公开平台,畅通社会化媒

体中消费者维权便捷度。 具体可参照江苏省与上

海、浙江、安徽的先进经验,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推行消费争议快速响应先行和解激励机

制,有力提升消费维权便利度。 同时,健全质量违

法行为记录及公布制度,加强对各级监管主体履

行职责情况的督查力度,确保对消费者投诉信息

回应的及时性。
(4)建立健全产品质量保障体系,推进质量治

理现代化。 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社会化媒体驱

动下的协同化监管路径,不断完善中国特色质量

法制体系。 例如完善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加强认

证、标准等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统一、层
次分明、种类完善的产品质量标准体系与认证体

系,加快标准应用推广。 另一方面,建立质量标准

体系与产品法律法规相协同的配套机制,通过法

律确保产品质量标准的权威性与有效性,保证两

者之间相互衔接与互补,发挥产品质量标准体系

最大效用,助力市场的健康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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